瑞典“中国城”里的文化冲突
《商务周刊》
 “只要你开了道小门，中国人就会如潮水般涌入。”世界对于庞大的中国移民以及“中国制造”商品的不安由此可见一斑。一些西方人说，这种由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以及由中国移民带往全球各地的“中国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种带有一丝恐慌情绪的论调很好地注解了西方对中国的复杂心态，也提醒新一代中国商人在试图对接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温和、更加耐心。 

　　告别父辈的模式

　　意大利罗马华商连日来接连遭受重创，数千万欧元货物被警方查扣。这则新闻近日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转载。“我在意大利的朋友最近都中断了在罗马的生意回到了福建。”杨荣告诉《商务周刊》说，“尽管我选择的投资国是瑞典，但这事对我还是触动很大。”

　　25岁的福州人杨荣，继承了家族一直从事的工艺品加工企业，年利润逾千万元人民币，员工人数达到300多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家族企业发展到海外。经过认真的考察和比较，杨荣选择了瑞典“中国城”项目。这是一个由总部位于杭州的中国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启动的瑞典投资项目。

　　从杭州到瑞典王国首都斯德哥尔摩，再到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所在地卡尔玛市，杨荣前前后后做了好几次实地考察。与父辈们相比，杨荣显得颇为“异类”。在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外移民输出省份，“亲戚带亲戚”是老一辈福建人最普遍的出去方式，他们选择“扎堆”的地方往往是美国、加拿大。据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陈清泉介绍，在美的闽籍华人达到80万人，在加拿大也约有20万福建人。然而，杨荣选择了瑞典，在那里，华人总数不到1万，而且没有他的任何亲戚。

　　“我不喜欢受到老一辈人陈旧思想的束缚，不喜欢亲戚或朋友的帮助。”在他看来，他选择移民地的主要标准是是否存在“商业机会”。

　　从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潜在商业机会两个方面来分析，瑞典都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曾经给《商务周刊》列举了投资瑞典的13点原因——而这也是瑞典投资总署在向中国企业推介瑞典投资机会时所主要强调的瑞典优势。在一一列举了“安全的环境、温和的民族、高文化素质、低企业税收、发达的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完备的教育条件、高福利、理想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中国友好的邦交关系”等等之后，骆金星还强调，在瑞典的支柱产业如汽车配件、电子制造等逐渐向中国这样的国家转移过程中，瑞典为自己寻找的新的支柱点，其一是科研，其二就是商贸。

　　“瑞典中国城项目，正好符合瑞典国家这一产业建设政策。”骆金星说。

　　与家族中那些在海外主要经营餐饮业的父辈们不同，杨荣想做的生意是把国内物美价廉的工艺品出口到瑞典。“瑞典当地市场的假日消费能力惊人，那些圣诞节所需要的工艺品、礼品和玩具在当地的价格很高，而同样质量的商品，在国内的成本不过几元钱，相比几百元的售价，这中间存在着高额的利润。”杨荣说。

　　面对“罗马华商货物被查扣”事件和朋友的回国，杨荣深切感受到投资环境的稳定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杨荣说：“在罗马，大家通常是租赁商铺，对方可以任意抬高房租，朋友们的生意也越做越糟糕。”

　　事实上，在意大利罗马这个迄今为止西方最大的“中国城”里，早在1990年代移民此地的华商就有一万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仅是房租价格的任意调高。据海外媒体报道说，罗马市政府已设下种种规矩，限制中国人集中到罗马的埃司奎里诺区，以减弱该区吸引中国移民的磁聚效应。另外，中国人赖以维生的大盘商生意，该区也加以禁止。媒体援引当地“埃司奎里诺区街坊协会”理事长卡波齐欧的话说：“本区是罗马古城的中心，罗马就是罗马，可不是中国行省的省会。”显然，政府的态度和当地居民的敌视早早就为如今的“罗马华商货物扣押”事件埋下了伏笔。
不仅在意大利，类似的境遇普遍存在于上个世纪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欧洲的华商中间。西班牙、法国等国家曾经先后在2004年和2005年出现过多起针对华商的暴力纵火事件；2005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居民和政界人士甚至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在当地建立“中国城”的示威游行。

　　这种“反华移民”的情绪，与中国移民欧洲的人数大幅增加相伴而生。“国际移民组织”曾经作过统计，在2000年，估计约有20万中国人合法地居住在欧洲。这个数字跟居住在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相比还是相当少的。不过，“国际移民组织”研究指出，过去10年中，移民到欧洲的中国人数大幅增加。例如，过去10年中，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增加了260%，同一时期，居住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增加了6倍。

　　相比较，由于瑞典地处相对比较偏远的北欧，并有着较严格的移民政策，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很难移民此地，因此瑞典过去几十年里也较少受到华人海外移民潮的冲击。而与此同时，据卡尔玛市政府官员托马斯·大卫桑介绍说，瑞典政府现在对待投资型移民态度很宽容，最近刚刚放开了移民政策，在各项标准基本没有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对投资型移民的审核条件相对宽松。这也部分解释了瑞典中国城项目为什么得到了瑞典政府的热情回应。杨荣回忆自己在瑞典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感慨到：“瑞典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以及在该项目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永岚，美籍华人，目前担任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机构首席代表。在与他的交谈中，不难发现瑞典政府对卡尔玛“中国城”项目非常关注以及积极配合的态度。这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尔玛‘中国城’项目，不论从方向、设计、思路以及远景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陈永岚表示，“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投资促进署、瑞典使领馆，以及瑞典其他政府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将尽最大的资源和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该项目的成功运行。”

　　为配合卡尔玛“中国城”项目在卡尔玛当地的运作，瑞典政府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三人”协调小组，这三人分别是来自瑞典投资促进署、卡尔玛省政府以及市政府的官员。作为小组成员，卡尔玛市政府官员托马斯·大卫桑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力赞该项目将为当地居民带来物美价廉的商品，帮助促进卡尔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说：“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中国商贸城可以为卡尔玛市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旅游、交通、旅馆以及餐饮业的发展。”

　　正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欢迎和支持下，不用投亲靠友，不用东躲西藏非法打工、更不用千方百计拿“身份”，杨荣顺利而合法地将家族事业带到了欧洲。

　　由“自发形成”到“有序经营”

　　“一家外国企业只要在瑞典法律框架下合法经营，就可以提出申请永久居留。瑞典对此没有任何配额限制，这也是为企业经营者的投资经营提供方便，是一种国民待遇。”陈永岚对《商务周刊》说。

　　永久居留权，也叫绿卡。这曾经是上一代中国移民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拿不到绿卡和严格的移民政策，来自福建的第一代侨民总是与“跳船”、“跳飞机”这样的“偷渡”脱不了干系。1993年6月6日，在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货轮上躲藏的286名福建“偷渡客”，其中有10人在试图泅水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水身亡。1999年夏，短短两个多月内，在加拿大卑诗省海岸外，先后发现4艘船共运载599名试图无证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几乎都来自福建。2000年6月18日深夜，当一辆货柜车通过英国多佛港海关时，海关官员发现在封闭的货柜内，竟然有58人因窒息毙命，他们也是福建人。2004年2月5日，在英国莫克姆海湾又有21名拾贝者不幸遇难，其中至少17人来自福建……

作为新一代的福建华商，杨荣通过瑞典的“投资移民”政策，可以很容易获得瑞典的永久居留权。在近乎苛刻的瑞典移民政策中，却有着对投资型移民的宽松待遇。来自瑞典移民署的官方资料显示，针对自雇型投资者，唯一条件是需要投资10万克朗（约合11万元人民币）注册一个公司，只要在投资的前两年能证明其公司经营可以维持其本身及家人的正常生活（约每年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瑞典政府就会对投资人进行综合判定，授予永久居留权。

　　陈永岚介绍说，只要遵守瑞典法规并保证公司正常营运的基础上，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可以得到三个瑞典永久居留权的机会。这意味着，杨荣的合伙人或者家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合法拿到绿卡。虽然在身价上亿的杨荣看来，他更看重的是瑞典的投资机会而非“绿卡”，但他也坦言，瑞典高水平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至少对自己下一代的成长很有好处。

　　而无论是注册公司或者申请永久居留权，凡尔顿公司将帮助杨荣完成这些必要的手续。在瑞典商贸城的项目中，凡尔顿集团公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不仅是项目发起者，根据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的设想，最终它也是坐落于卡尔玛的中国商贸城的运营者和管理者。

　　在骆金星的规划中，凡尔顿并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和贸易，而是代表业主权益，受业主委托对商贸城进行统一管理，包括统一的商业规划、招商管理、物业管理、推广营销以及服务监督等。

　　陈永岚很欣赏这一模式。他告诉《商务周刊》说，这样的统一经营方式，可以避免海外华商之间的恶性竞争问题。在他看来，华商间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

　　陈永岚的分析不无道理：昔日意义上的“中国城”（ChinaTown），大多数是由华人通过早期移民聚居而逐渐形成的。很多的中国城，如意大利的“鞋都”，是由侨民你开一家店我开一间店自然形成，没有统一的经营和管理，华商间激烈的竞争使得利润降到最低，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以次充好，中国城中因此充斥假冒伪劣，这也是在巴西、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中国货和中国人遭到当地社区居民排斥的重要原因。

　　凡尔顿显然吸取了教训，在它与杨荣签订的合同中，注明了同类企业“入城”的最大数额。杨荣介绍说，在工艺品贸易领域，凡尔顿承诺只出售200多个商铺。杨荣相信，在凡尔顿详细的规划和规范的管理下，华商间的恶性竞争可以被避免。

　　“就目前瑞典中国商贸城的2500个商铺的规模，已经足以将中国商品辐射到整个欧洲。”骆金星对《商务周刊》说，“我们不会盲目扩张，一味扩张等于慢性自杀。”

　　“臭鱼”与“臭豆腐”的潜在冲突

　　据说瑞典北部的居民喜欢吃一种放至腐败的鱼，俗称“臭鱼”，味道特别之极，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有人说，它与中国的“臭豆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骆金星很熟悉关于“臭豆腐”和“臭鱼”的故事，他更深知，这背后隐藏着两种文化如何实现对接的道理。“两种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是需要双方慢慢去适应和了解的。”在骆金星前期对迪拜、意大利、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国家的“中国城”项目考察中，他总结出了很多成功与失败的教训。

　　“很多‘中国城’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华商与当地的文化对接没有搞好。”骆说。
以罗马为例，一位早期移民当地的华商向他介绍说，华人开店，做大盘生意，店门口竖起看不懂的中国字招牌，工作时间长至通宵达旦。这种自成一格的方式，让当地人觉得很不友善；传统农历新年时，中国商人在店门口挂起大红灯笼，竟然引起其他居民抗议，市政府于是开始查禁红灯笼装饰。这种因为文化不同而带来的陌生与距离感，让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主流社会中去，从而造成“抱团”现象更加严重。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曾经指出，华人聚居地的出现，虽然使华人在异乡找到了某种归属感，生活更加方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文化单一性现象。随着当地人减少，华人社区出现中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说汉语、看中文、听汉语、写中文，俨然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其次，华人在自己圈子里自娱自乐，与其他族裔老死不相往来，这并不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另外，华人聚集在一起，一些不良习惯如喝酒、搓麻等也日益在损害华人的名声和形象。

　　骆金星显然很明白文化沟通不畅的利害关系。在商贸城进行基础建设的同时，他与当地政府一起，花费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双边文化层面的“预热”——按骆金星的话说，是先打好“预防针”。过去一年里，凡尔顿公司在卡尔玛当地举行了多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和论坛，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习惯以及中国商人。与此同时，骆还经常邀请瑞典政府的官员来中国给将要移民的中国商人进行管理以及文化方面的培训。

　　作为本身就具有国内国外两种生活经历的陈永岚来说，他非常赞同凡尔顿的这些做法。陈永岚也认为海外华商碰见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即是“文化沟通不足”，而凡尔顿和瑞典政府合作起来，“是从源头上开展工作，从而防微杜渐”。陈永岚告诉《商务周刊》，目前，这种前期的文化沟通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他强调说：“更关键的是，这种双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中国企业到卡尔玛后还要坚持进行下去。”

　　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尤其在社会文化这种最微妙的问题上。即便有瑞典政府的支持以及骆金星在文化沟通上做出的种种努力，仍然未能避免中瑞在这个项目上出现“红灯笼”的阴影。《商务周刊》了解到，凡尔顿公司在瑞典进行工地建设的承包商——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就一些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的劳资出现纠纷。相关人士透露，纠纷是源于瑞典工会认为新兴建筑未能按照合约支付中国工人工资。

　　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表示，32名赴瑞典务工的中国工人中，有两名工人确实因为工作能力不合格遭到了工程公司的惩罚而没有按时发放工资。事关一两个工人的小事，却引得当地工会出面介入，主要是因为瑞典当地一些人包括个别记者对中国企业的误解，他们仅仅基于与这两名工人的谈话基础上，就得出了“中国公司克扣工人工资”的结论。

　　“当地人高度关注‘瑞典商贸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太大了，且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就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下来审视。”凡尔顿集团董事长骆金星说。

　　据《商务周刊》向当地核实，凡尔顿与新兴建筑当初与瑞典方签定的协议劳资是162元/小时，条件是视工人的劳动产出效益和工作时间而定。而新兴建筑公司正是按照此标准发放的工资，新兴建筑公司方面已经向瑞典工会提交了相关的银行凭证作为证据。

　　“在目前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的一系列沟通中，劳资问题趋于解决。”4月11日，刚刚从瑞典飞抵杭州的骆金星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仅仅是中瑞文化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随着商贸城项目的进展，骆金星和陈永岚等人必然还会面临诸多类似“臭豆腐”和“臭鱼”博弈的难题。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人们似乎都在依据文化传统界定着对自我的认同，瑞典人与中国人在接触中不可避免会相互归类。这种认同和归类让我们之间产生了沟通的障碍。如果真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不要祈求出现任何单一的普世文化，那么，放弃“自我文明中心论”，敞开心扉进行文化沟通，或许是瑞典商贸城项目以及所有新一代华商在海外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
